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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行为研究、治理结构演化和跨尺度协调三方面评述社区行动研究方法, 并以北京郊区宏福苑社区

(H 社区)的垃圾分类实验为例 , 考察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对塑造居民行为的实际效果 , 包括居民的实际参与

度、习惯建立过程以及居民对各种社区活动的态度和行为反馈, 探讨经济激励和场所营建对行为引导和环境

意识内化的不同影响。通过与其他采用相同技术系统, 但治理机制不同的社区实验效果进行对比, 反思实验

过程中地方治理机制的营造过程, 指出重塑地方治理机制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的关键。在此基础

上, 阐述社区垃圾分类行动与城市废物管理系统、产品生产消费系统之间的跨尺度协调问题, 分析生产者责

任延伸制度与地方社区行动相结合的可能途径。从可持续生产消费模式转型的角度, 总结社区行动研究方法

在参与式规划中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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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review on the community-based tool developed from comm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ree 

perspectives: behavior studies, governance 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scale issue when addressing broader impacts of 

local collective actions, this paper presents an experimental garbage-sorting initiative in Hongfuyuan (H 

community), a residential community in northern suburb Beijing. Firstly, the behavior change of the participating 

households was studied as response to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s for three years. The finding is that constant on-

site communications were important in shaping people’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while economic incentives could 

be effective only in short term. Seco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among all stakeholders in this 

program was reflected and compared with other communities using the same technolog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key enablers in the program c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rting behavior in practice. Third, 

the discussion was extended from the community action to the urban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in large, and 

suggested that the emerging scheme of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could be helpful to make this kind of 

programs into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by including critical external players into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conclusi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were proposed to apply the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community 

planning by bridg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of material flow analysis to the social actions towards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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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废物管理成为我国当

前矛盾较尖锐的公共治理领域之一 [12]。与工业化

和城市化过程相伴发展起来的现代城市废物管理制

度, 将末端处置与生产消费过程割裂开来, 一方面

使城市废物管理走向以处理技术和硬件设施为中心

的资本密集型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 废物管理成本

的外部化鼓励生产者一味追求新产品的销量增长 , 

故意采用促进产品快速废弃的设计理念, 弱化消费

者通过妥善保管和维修改造, 延长产品和材料使用

寿命的动力。这种生产消费模式导致产品废物占城

市废物流的比例越来越大, 随着产品构成材料复杂

性的提升, 循环利用的难度也加大, 致使依赖地方

公共支出的废物管理成本日渐高涨 [34], 为了实现

经济发展与废物增长脱钩的目标, 近年来世界各地

兴起零废弃城市运动(Zero Waste), 提倡全面推动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减少直至杜绝垃圾填埋和焚烧

等处理方式。关键在于从消费末端入手, 激发整个

生 产 –消 费 链 条 的 系 统 转 变 , 包 括 上 游 的 产 品 设

计、中游的产品消费模式以及末端的废物处理方

式。消费者从被动的享受垃圾清运服务, 转为积极

参与社区垃圾分类, 在资源循环和环境保护的行动

中创造新的价值 , 降低地方废物管理的公共成本 , 

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56]。 

社区垃圾分类是垃圾减量化的关键环节之一 ,

在我国早有共识。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属于城市固体

废物管理的一部分, 受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两个部门管辖, 分别着眼于基础设施布局和污染控

制 两 方 面 [7] 。 自  2000 年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发 布

《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以

来, 北京、上海等 8 个城市率先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收集的试点, 投入人力、物力开展场地规划、配套

设施建设等工作, 但收效甚微。2016 年 6 月, 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起草《垃

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 强调探索市

场化方法, 鼓励商业模式创新, 引导社区垃圾分类

循序渐进地推广。这一转变折射出当前城市规划从

硬件布局向行为干预的精细化管理转变的大趋势 , 

挑战了规划研究的空间尺度和研究方法[8]。 

本文以一个持续近 3 年的社区垃圾分类实验为

例, 揭示可持续生产消费模式转型中, 改变个体行

为模式面临的微观治理机制挑战。从行为研究、集

体行动的治理结构及其跨尺度协调三方面评述社区

行动研究方法, 对比不同治理机制下实验效果的差

异, 分析模式复制面临的跨尺度协调问题, 反思参

与式社区行动方法在规划转型中的应用前景。 

1  基于社区的行动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公共资源管理领域兴起

社区行动研究方法。这一方法挑战了主流经济学关

于公共治理的一系列教条, 例如: 个体自利行为必

然陷公共资源于滥用的困境(“公地的悲剧”), 解决

途径无非依靠清晰的产权界定来利用市场机制实现

资源有效配置, 或者引入外来的公共干预, 限制个

体的短期行为[9]。研究者通过亲身参与各种社区行

动 , 用大量案例揭示出 , 在一定的地方环境下 , 通

过社区成员之间有效的信息分享和平等的参与机

制, 可以促使成员为了保障集体的长远利益而自觉

规范其行为, 并在集体行动过程中, 形成动态的治

理机制 ,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形 [1011]。然而 , 

此类研究在从地方尺度跨越到更大的空间范围, 乃

至全球尺度时, 面临一系列挑战[12], 其中最大的困

境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主动适应地方环境的制度多

样性 , 渐渐被简单的市场 /政府的二分法取代 [13]。

因此, 在方法上, 此类研究强调以社区作为可持续

转型的行动尺度, 同时将地方性的行动与更大尺度

上的社会生态系统变迁联系起来, 包括微观行动者

的动机和行为习惯建构/重塑, 行动参与机制及其自

反性, 以及治理机制的跨尺度协调。 

1.1  行为动机与习惯建构 
社区行动面对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参与者, 因此

对个体行为动机的假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理性经

济人”的同质假设 , 而是采纳行为主义研究对个体

动机多样性和有限理性的异质设定[14]。并且, 行动

过程涉及主体与环境之间一系列互动, 需要经历动

机激发、环境扫描和评估、决策、行动、对行动结

果的再评估和决策调整  6 个阶段 [15]。群体的集体

行动恰恰是分散个体行为决策过程的汇总表现, 这

种汇总并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相加, 而是个体与群

体复杂互动的结果, 其中群体规模越大, 个体的搭

便车行为越容易瓦解整个合作机制; 不过, 由于群

体的异质性, 有可能存在个别更具利他动机的人为

合作机制付出较多努力, 从而使合作行动得以维系; 

因此, 从机制的设计来说, 一套能对个体行为给予

有效反馈的选择性激励措施, 对促进合作行动持续

开展是非常重要的[16]。 

事实上, 在对人类互动关系的考察中, 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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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现不同个体和文化在自利与利他的动机上存

在一定差异 , 集体行动中的利他动机是广泛存在

的 。不 论是出 于个 体从奉 献中 获得某 种 “心理 慰

藉”[17], 还是人心之中普遍存在的对不平等的本能

排斥[18], 利他动机都在形成集体行动的规范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心理动机的作用机制非常

复杂, 既有个体内在驱动的主动因素, 也有对外在

奖惩的被动顺服 [19]。内在动机与外在动机相互作

用, 如果两者不能相互协调, 外部提供经济报酬有

时反而会降低个体参与公共服务的内在动机。对比

不同垃圾分类回收激励的研究也表明, 当经济激励

与行为规范相互支持时, 消费者的参与效果更好[20]。

而没有明显外部收益和激励的废物减量行为, 则更

需要依赖个体的内在动机[21]。  

环境意识对可持续发展行为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 本身又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建构过程。文化建构

能够将复杂的行为动机内化为行为规范, 通过内在

的价值观和信仰指引人的行动 [22]。这在长期的行

为习惯建构中尤其重要。特别对于垃圾分类来说 ,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回收利用的经济动机下降, 重

建依靠道德规范的垃圾分类习惯成为消费者参与的

难点 [2325]。改变消费者行为不仅需要转变人们对

待废物问题的普遍观念, 而且引导具体行动的落脚

点需要转向人们日常生活的社区空间尺度[2627], 由

此逐渐形成一整套包括资源循环在内的诸多可持续

行为建构的社区工具[2830]。 

1.2  行动参与机制 
行动参与机制是集体行动治理结构演化的关

键。基于社区的环境保护行动大多依赖自下而上的

参与机制, 其治理结构往往包含两个层次: 1) 宪法

层次的机制, 也就是谁有资格参与规则的制定和修

改, 以及规则制定修改的程序; 2) 操作层次的机制, 

即具体的行为规则[9]。 

有关宪法层次的机制在社区行动研究中已有大

量案例, 在资源本身难以形成排他性的所有权界定, 

资源供需平衡又非常脆弱的情况下, 群体内部所有

利益相关者有效地分享知识, 平等参与决策和监督, 

对持续维系治理机制非常重要 [31]。社区垃圾分类

回收行动与地方共有资源的保护有所不同。虽然大

部分行动参与主体集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社区空

间, 但行动带来的责任和利益的相关方却不仅仅局

限于所在的居住社区。影响消费者行为模式的构建

包括两个重要的外部主体。1) 城市废物管理系统:

出于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考虑, 现代城市废物管理制

度将一般生活垃圾管理的成本纳入城市公共服务支

出, 公共废物处置系统往往既给定了废物处理经济

成本的价格参照, 也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废物分类处

置的可能途径[3233]。2) 产品的生产消费系统: 跨国

生产系统带来全球资源消耗, 而消费者的废物处置

习惯只是整个生产消费链条中的一个局部环节, 受

制于更大范围市场逻辑的影响[34]。因此, 社区垃圾

分类活动必须考虑本地行动主体以外的外部关键主

体的参与机制。 

对于操作层次的行为规则设计, 首先, 需要基

于前述行为动机和决策的一般性假设, 建构行为模

式和习惯建构的社会环境; 其次, 行为规则中还蕴

含主体互动的博弈思想,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增加了环境变动和个体决策的不确定性, 形成不断

演化的多样性制度安排[35]。 

1.3  跨尺度协调 
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所面临的问题日益超越地方

性的共享资源。已有大量研究探讨跨尺度治理机制

的演化[3637], 总结起来有 3 个方面: 1) 连结大尺度

的科学研究与小尺度的行动反思; 2) 充分利用不同

尺度行为主体的优势资源; 3) 能够容纳不断试错的

弹性管理机制。 

如前所述, 城市公共废物管理系统和产品生产

消费系统在空间尺度上都远远超出居民的社区生活

空间。消费模式和废物处置习惯无疑受到这两个更

大尺度系统机制的影响。在废物管理领域, 不同国

家和地区完善废物管理系统的目标侧重点不同 [38], 

在城市尺度主要关注公共卫生和健康, 而在全球尺

度, 气候变化和资源耗竭都成为废物减量/资源再生

的重要驱动力。当这些目标落实到个体行动层次的

时候, 制度设计者所设想的行为逻辑往往与个体的

真实动机相距甚远 [39]。作为个体日常生活的空间

层级, 社区在建立知识共享、发起集体行动和塑造

行为模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如果没有其他层

级相关主体的参与, 社区行动很难持续开展下去。 

近年来, 废物管理领域兴起的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正将上

述两个外部主体联系起来[40]。一方面, 城市管理者

希望引入新的责任方来减缓不断增长的城市公共废

物管理支出, 成为 EPR 制度的积极推行者;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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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落实仍需要与传统城市

废物管理部门合作 , 合作方式需要适应地方特点 , 

治理结构的形式非常多样化 [4144]。社区行动如何

有效地纳入外部关键行为主体, 既是突破地方行动

尺度局限的需要, 也是模式创新的重要切入点。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组自 2013 年 12 月起, 在北京市昌平区

宏福苑社区(以下简称 H 社区)开展绿色社区循环经

济试点行动, 目标是建立有效的社区居民垃圾分类

回收模式, 并探索与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相结合的

可行机制。实验中引入一家创新企业的社区垃圾分

类行为引导技术方案, 并根据实验效果和相关主体

的反馈, 不断反思和调整组织方式。在这一过程中, 

企业提供的管理系统记录了参与居民的行为响应 , 

定期的问卷调查追踪了居民的行为动机和态度反

馈, 与合作的相关主体的交流揭示了各方的行为动

机和博弈过程。回顾整个研究过程, 我们更加充分

地理解了社区行动方法的内在逻辑。 

2.1  实验区概况 
H 社区位于北京市昌平区。该小区是当地村集

体开发建设的住宅区, 占地 50 多万 m2。实验区包

括: 1) 东区组团, 主要是本村和部分周边村民拆迁

后的回迁住房; 2) 西区组团, 大部分是附近高校和

企业团购的社区(其中包含一个封闭管理的某央企

配套职工社区); 3) 南区组团, 主要面向一般零散购

房户。实验区居民约为 1 万户(图 1)。 

在 2001 年 H 社区规划建设之初, 村委会就尝

试建立社区垃圾分类系统。为此, 在村北侧专门开

辟一个垃圾分类场所, 由本村村民对收集的生活垃

圾进行分类处理, 以此为部分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岗

位。但是, 随着土地开发, 村民收入提高, 这一系

统很快就难以维系。为了解决社区垃圾管理问题 , 

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在邻村租借一个小院, 将社区废

品回收和垃圾清运一起承包给几个河南籍的拾荒

者。随着小区居住规模快速扩张, 垃圾清运量越来

越大, 社区废品回收的收益早已无法支持垃圾清运

成本。2011 年起 , 社区物业管理公司将环境卫生

和垃圾清运外包, 成立了一家环卫公司, 每年需

要为环卫清扫、垃圾清运等服务固定投入 160 万

元 左 右 。 2 0 1 4  年 ,  H  社 区 生 活 垃 圾 清 运 量 达

到 8745 吨, 居民人均清运量为 350 kg/年, 高于北

京市居民人均垃圾清运量(约 300kg/年)。原本承包

垃圾清扫和分类回收的几个拾荒者则在每年缴纳一 

 

图 1  H 社区空间结构 
Fig. 1  Map of H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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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量的管理费后, 获得继续在小区内收购废品的

权利。H 社区的废物管理模式演变折射了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城市废物管理系统变迁的一般历程和结构

特点。 

2.2  研究过程 
自  2013 年  7 月起 , 本研究组在前期调研基础

上, 开始筹划社区实验。发起社区行动的主体包括

一家研究机构(作者所在的北京大学研究小组)、一

家政府决策咨询机构 (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设计生产者责任制度试点方案

的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一家代表生产者的非政

府组织(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废弃电子电器综合

利用委员会)以及 H 社区所在的村委会。实验中使

用合作企业提供的社区垃圾分类引导技术方案, 该

方案采用注册用户的方式, 为用户提供二维码和专

用垃圾袋。只要用户将可回收垃圾分类装袋 , 再

贴上自家的二维码 , 投入设于小区内的专用回收

桶, 或直接交给社区回收员, 由回收员通过称重扫

描, 用户就可以获得相应积分, 并可用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 

活动从  2013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开始 , 至今已

运行近 3 年, 运行过程可以分 5 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启动期, 2013 年 12 月底至 2014 年

2 月, 共两个多月。主要开展覆盖整个社区的海报

宣传和最初两个周末的 4 次现场活动, 居民在现场

活动中可以主动注册参与我们的活动。期间在东区

组团投放一个专用回收箱。这个阶段募集了 143 户

参与家庭。 

第二阶段为密集宣传期, 2014 年 3 月。这一阶

段开展密集的现场推广, 每周末都在小区的不同地

点开展活动, 实验家庭募集的范围和回收箱的布置

也扩展到西区和南区 , 到  3 月底注册用户  512 户 , 

超过实验预设的第一阶段募集注册用户 500 户的目

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都没有提供经济激励, 而

是以宣传为主, 并且告知参与用户回收积分将折算

成人民币捐献给北京的一个农民工疾病救治慈善基

金。第二阶段结束时, 组织了一次“百日回馈”活动, 

对前两阶段积分最高的  20 户发放奖品 , 并以展板

等形式展示活动成果。 

第三阶段为运行模式调整期 , 2014 年  4 月至

2014 年 6 月, 停止现场活动。这一阶段面临社区活

动难以常态化运行的困境, 不过, 在活动期间结识

的社区废品回收人员 F 师傅, 最终为我们解决了困

境。我们调整了社区活动经费的分配, 由 F 师傅替

代原先环卫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维护和

服务。 

第四阶段为常态化运行期, 2014 年 7 月至 2014

年 12 月。这一阶段基本上完全靠 F 师傅维持现场

活动, 虽然消费者的积分仍然可以通过技术支持企

业的官网兑换奖品, 但由于积分数量太少, 网络快

递成本高, 经济激励事实上处于虚设的状态。 

第五阶段为有现场激励的常态化运行期, 2015

年 1 月至今。这一阶段, F 师傅一方面开始为用户

提供上门回收服务, 另一方面每周六在社区内固定

地点为用户现场兑换礼品。此外, 4 月 25 日和 10 月

31 日, 研究组在社区开展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现场活

动 , 主题是都是积分兑换有机蔬菜。大型活动前 , 

研究组利用电话通知用户的机会进行问卷调查, 活

动中与居民进行现场访谈。 

3  结果分析 
3.1  整体活动效果 

1) 活动的总体参与情况。图 2 显示系统记录

的实验过程中注册用户人数, 以及实际参与垃圾分

类投放的人数变化。尽管注册用户都是志愿参与的

家庭, 相对来说环境保护观念较强, 但实际的行动

参与度并不高。整个过程中, 有投放行为的家庭数

约占注册家庭总数的  40%, 形成并维持投放习惯

(半年内每月都有投放记录)的用户累计超过 15%。 

2) 不同激励方式的效果。图  3 显示各个阶段

每月分类回收物的总重量。显然, 在第一阶段仅有

海报宣传和设施布置的情况下, 居民行动参与非常

低。第二阶段增加了密集的现场宣传, 尽管没有提

供经济激励, 但投放次数和重量都显著增长, 且远

远超过注册用户数量的增长。从第三阶段开始, 活

动承诺提供经济激励, 系统记录的参与热度在 2014

年 4 月达到最高。此后, 随着现场活动趋冷, 用户

投放行为不断减少, 到第三阶段已经降到与第一阶

段差不多的水平。尽管第四阶段建立起常态运行机

制, 居民也几乎没有什么行动反馈了。第五阶段实

施现场奖品兑换以后, 用户活跃程度有所增加。此

外 , F 师傅提供上门回收的服务 , 也对提高用户参

与度有一定的帮助。总体来看, 现场互动对行为的

激励作用非常明显。 

3) 参与者的行为动机。通过电话调查和现场

访谈, 我们了解到参与者的行为动机及其对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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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注册用户数量和投放行为习惯变化情况 
Fig. 2  Number of registered households and their discarding behavior change 

 

图 3  各月投放重量 
Fig. 3  Total volume of garbage sorting by participating households in each month 

态度。90%以上的受访者都认可活动的价值。对于

形成行为习惯的个体来说, 内在动机发挥主要作用, 

“给不给奖品其实并不重要, 活动本身有意义, 所以

参与”。外在动机包括社会行为规范和经济激励 , 

密集的现场活动有助于塑造社会行为规范, 但短期

活动仅仅给用户提供了某种“蜜月期的新鲜感”, 在

活动停止后, 用户的投放行为迅速减少, 以至当现

场活动减少后, 用户觉得“没什么动静, 我都以为没

人管了”。现场活动重启以后 , 通过引入积分兑换

有机蔬菜的活动 , 重新激发了消费者的参与意愿。

很显然, 经济激励虽然有促进作用, 但要在内在动

机和外在行为规范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效果。图 4 显

示当月参与投放的家庭户均月投放量的变化, 常态

化运行以后, 坚持参与的家庭投放量总体上趋于稳

定, 体现了习惯建构的长期效果。 

3.2  治理机制反思 
H 社区的实验已开展近三年, 从行为习惯塑造

的目标来看, 实验效果并不理想。研究组在最初发

起社区行动的时候, 非常希望能通过一年左右的小

规模实验来积累经验, 然后将实验行动扩展到整个

社区, 并且希望垃圾分类的内容能超越可再生资源, 

覆盖餐厨垃圾等其他品类。然而, 这一想法在现实

条件下却始终难以达成。这促使我们从治理机制的

角度, 重新反思整个社区行动的设计和演化过程。 

首先, 参与主体对行动的落实至关重要。四家

发起行动的主体中, 北大研究组、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院和废弃电子电器产品综合利用委员会三家是在

电子废物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研究过程中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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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当月参与家庭平均投放重量 
Fig. 4  Average volume of garbage sorting by participating households in each month 

长期合作关系, 电子废物回收机制的研究也是这个

社区活动很重要主题之一, 其中还特别针对手机回

收开展过专项活动。这一背景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

的企业支持渠道, 多家生产企业为我们提供过设备

和奖品的支持。H 社区所在的村委会是我们多方联

系找到的地方支持机构, 村委会首先认可这一活动

的意义; 其次, 对活动改善目前社区废物管理现状, 

降低管理成本 , 村委会也有一定的期待; 此外 , 村

委会对社区管理有更高的自主性, 为我们开展活动

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随着活动的展开, 志愿参加活

动的社区居民快速增加, 并且在密集的现场活动之

后, 将整个实验推上一个小高潮。这个时候是迅速

扩大活动范围, 实现活动常态化的极好时机, 然而, 

也正是这个时候, 治理机制中的矛盾浮现出来。 

在 4 个发起主体中, 村委会并不能充分发挥有

效动员和组织居民的作用, 居民才是社区行动的真

正主体。村委会对于人数数十倍于原住村民的购房

居民来说, 只是物业服务的提供者。既有的村庄基

层民主决策机制仅限于村民内部, 不能涵盖整个社

区居民。村委会(通过物业管理公司)将社区环卫服

务外包给公司经营 , 从而控制环卫服务的总成本。

环卫服务公司按照既定的合同内容完成垃圾清运任

务, 不仅对居民缺少行动干预能力, 还需要负担村

民就业安置的任务 , 实际上限制了环卫公司在人

力配置和管理模式更新上的自主性。所以 , 社区

行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实际上是我们这群外来的研

究者。 

由于有一定的课题经费支持, 研究者负担了实

验过程的主要投入, 短期的小规模实验显示出社区

行动的影响力。然而, 扩大试点规模需要更大的经

济投入和长期运行的机构保障, 此时, 研究者作为

行动发起主体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正如  Poteete

等[10]指出的, 研究者受制于个人职业发展的目标约

束 , 对行动结果和目标的预期与社区成员并不一

致。显然, 如果当地社区缺少持续投入和运行社区

行动计划的主动意愿, 依靠研究者为主的外来主体

是很不现实的。 

非正式回收业者 F 师傅的加入, 给原本陷入僵

局的实验带来一线希望。F 师傅不同于社区内其他

回收业者, 尽管他们都是河南同乡, 彼此有或多或

少的亲缘关系 , 但  F 师傅进入这个行业比其他人

晚。在从事废品回收之前 , F 师傅在广东、上海、

北京等地 , 有多种多样的职业经历 , 包括工厂生

产、饭馆服务、产品销售等, 使得他在接触我们的

活动以后, 对废品回收行业可能的不同模式产生了

兴趣 , 不像其他人刻意躲避与我们的接触。当然 ,  

F 师傅需养家糊口, 不可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我

们的活动。由于经费有限, 我们又希望能尽量长期

开展实验, 因此每月用于当地合作的劳务费用总额

无法达到环卫公司雇佣一个固定员工所需要支付的

最低成本。在依靠村委会维系实验的希望越来越渺

茫之后 , 我们调整了经费方案 , 决定与 F 师傅合

作。虽然来自我们的劳务补贴很低, 但是 F 师傅将

这部分工作与他日常的废品回收活动结合起来,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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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合作机制的安排。限于 F 师

傅非正式回收业者的身份, 他能够承担的活动仅限

于现有规模下的现场维护, 扩大实验规模则完全不   

可能。 

治理机制困境的根源还是经济问题。实验展示

了现场活动的效果, 但维系现场活动需要投入大量

的精力。并且, 要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 就不能是

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 需要不断设计对居民有吸引

力的创新点子。这部分成本显然无法依靠再生资源

的市场价值来承担, 毕竟两年多来, 再生资源价格

一再下跌, 现有的回收业者自身都面临着生存问题, 

如何有能力投入这部分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 城

市公共废物管理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 , 成本激增 , 

垃圾减量和循环利用又确实有着真实、紧迫且巨大

的价值。问题是, 社区行动的相关主体如何能分享

到这些价值？如何对社区行动的垃圾减量效果进行

衡量和监督？一旦活动超出研究者的实验范围, 真

正的相关主体之间的博弈困境就凸显出来。 

在 H 社区实验开展的同时, 课题的技术支持企

业也持续进行着在成都市锦江区多个小区的常态运

营。此外, 自 2014 年 4 月起, 研究小组的合作单位

之一在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 在北京市东城区某社

区也开展了类似的试点。虽然三地实践都采用同一

套垃圾分类的管理系统, 但在治理模式上却有很大

不同, 实践效果也截然不同(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成都的对比社区采取企业化

运营模式, 企业员工和长期招募的社区志愿者保证

了日常运营, 并通过企业自建分拣中心获得回收资 

表 1  不同治理模式的社区行动效果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ommunity programs with different governance structure 

项目特征 
成都锦江区 

对比社区 

北京东城区 

C 社区 

北京昌平区 H 社区 

密集活动阶段 常态运营阶段 

项

目

治

理

结

构 

发起主体 
政府公共服务采购, 成都 

绿色地球发起 

政府示范项目, NGO 

发起 

研究机构与村委会合作 

发起 

运行主体 
成都绿色地球企业员工+ 

兼职社区志愿者 

东城区某正规再生资 

源回收主体企业+一 

家有资质的电子废物 

拆解企业 

研究组成员+社区环卫

公司员工 

研究组成员+社区 

废品回收员 

资金来源 
政府公共服务采购资金+ 

再生资源销售收入 

政府财政投入+外部 

赞助 
课题研究经费+企业赞助+再生资源销售收入 

项

目

运

营

模

式 

回收门类 可回收废品 
专项回收 

废纸和废手机 

可回收废品 

废手机 

回收模式 回收箱投放+活动现场交投 回收箱投放 回收箱投放 
回收箱投放+上门 

回收 

后端处理方法 
自有分拣设施, 分拣后直 

接销售 

废纸分拣打包销售 

废手机由专业拆解厂 

回收处理 

一般废品分类销售给社

区回收人员 , 废手机交

专业电子废物处理厂 

一般废品分类后销 

售到废品集散市场 

运营模式 
现场活动 

线上线下积分兑换礼品 
现场活动 

现场活动 

线上积分兑换奖品 

现场活动并 

积分兑换礼品 

现场活动频次 每两周一次 初始启动一次 每周 1~2 次 每周一次 

运

营

实

际

效

果 

运营起始时间 2011/12 2014/04 2013/12 2014/12 

数据时间段 2015/01—2015/04 2014/04—2014/07 2014/04—2014/07 2015/01—2015/04 

社区规模 3000 户左右 2250 户 10000 户左右 

注 册 用 户 数 ( 占 总 户

数比例) 
1397 (46.6%) 108 (4.8%) 512 (5%) 

投 放 户 数 ( 占 注 册 用

户数比重) 
705 (50.5%) 30 (27.8%) 194 (37.9%) 78 (15.6%) 

户月投放重量/ 

(kg·户−1·月−1) 
9.34 1.34 4.35 2.76 

户月投放次数 

(次·户−1·月−1) 
3.18 0.95 2.29 1.46 

分类正确率/% 83.7 97.2 48.8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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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材料价值 , 用以承担日常运行的成本。同时 , 

项目获得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采购资金支持, 弥补

了模式建立和推广阶段的额外成本。北京东城区的

C 社区在政府示范项目支持下, 一开始举办了规模

较大的社区宣传活动, 日常运行引入正规化的再生

资源回收主体企业和有资质的专业电子废物处理企

业, 回收活动有明确的品类限定, 用户分类正确率

最高。但是, 正规回收企业对回收品的价值要求比

较高, 因此无法解决低值可回收废物的问题。我们

开展实验的  H 社区分别选择紧接着密集现场活动

后的 3 个月和提供现场激励的常态化运行期的 4 个

月作为对比。用户参与积极性介于企业运行模式与

政府示范模式之间,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用户分

类正确率在提升。 

成都的企业化治理机制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发展

起来的。2008 年, 当时的创业者以 NGO 的身份获

得万通基金资助, 选择在成都开展绿色社区垃圾分

类的推广活动。该项目曾面临与本实验相似的困

境, 作为外来的社区行动发起者, 依靠项目经费的

支持, 在 4 个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回收行动。到 2011

年初, 随着项目资助经费告罄, 项目也面临终结的

命运。2011 年, 作为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试点之一, 企业获得

锦江区政府的公共服务采购支持, 不仅仅是资金上

的支持, 而且企业的社区活动也可以获得社区居委

会的配合, 大大降低了推广的难度。由于系统能提

供分类回收的数量信息, 一开始协议公共服务采购

费用与回收量挂钩, 但后来考虑到政府监管回收量

较困难, 并且也不符合垃圾减量的目标, 因此 2012

年起改为与注册用户数量挂钩, 政府采购为每个新

增用户按照一个递减的数额连续补贴 3 年。 

3.3  机制复制的困境 
对比不同治理机制下的推行效果可以看出, 地

方社区行动形成的模式要实现成功复制和推广, 还

需要跨越一系列尺度协调的障碍。首先, 目前城市

尺度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限制了模式的可复制性。

由于缺少与城市废物管理系统对接的渠道, 目前 H

社区的项目完全不具备自我维系的能力。成都的模

式推广依赖城乡统筹综合配套试验区的特殊政策 , 

其他地区也很难效仿。我们在实验进行的过程中 , 

尝试与不同的再生利用企业接触, 希望能引入企业

化的运行主体, 实现规模化和常态化的经营, 但最

终都没有成功。 

即使在成都, 社区垃圾分类服务企业的社区活

动与正规城市废物管理系统之间仍然是脱节的, 在

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传统的城市拾荒者竞争。其主要

的运营经费依赖再生资源的市场价值, 处置方式很

难给现有处置系统带来显著的减量化效益。垃圾焚

烧和填埋仍然是主流处置方式, 垃圾分类不善造成

的后端处置问题也难以通过企业的分类活动彻底改

变。随着世界各地零废弃城市运动的发展, 越来越

多的经验证明, 城市废物管理系统需要适应社区行

动更加多样化和灵活的资源循环方式。以餐厨废物

为例, 混合在日常生活垃圾中, 是制造废物处置麻

烦的罪魁祸首, 如果能有效地分离回收, 并与地方

社区支持农业相结合 , 就是宝贵的有机肥料来源 

以及完善地方生态系统营养物质循环的积极因素。 

随着消费后的废弃产品在整个废物流中的比重

不断上升, 废物治理机制必须与生产消费系统的转

型相结合。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让生产者关

注产品废弃后的回收循环和处置问题, 激励企业在

产品设计和销售模式创新中考虑废物减量化和资源

循环利用的目标, 这也正是 H 社区实验的初衷。我

们实验期间正值国内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强制回收目

录研究新增产品种类的时期, 手机产品由于使用量

大, 更新淘汰速度越来越快, 一直是相关部门讨论

增加的产品类型。因此, 我们的实验活动获得相关

企业的不少支持, 希望探索基金缴纳之外, 企业责

任承担更有效的方式。通过在成都开展活动的社区

和 H 社区同时发起废旧手机回收活动, 我们发现成

熟的社区回收平台在增加回收品类方面宣传成本更

低 , 消费者的响应效果更好。目前 , 北京、上海、

武汉等地的电子废物处理正规企业已经在开展社区

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的过程中, 逐步将活动扩展到更

广泛的社区循环经济体系建设, 体现了生产责任延

伸制度向社区拓展的趋势。生产者责任制度与城市

公共废物管理系统的有效对接, 对塑造未来城市废

物管理系统的格局, 乃至生产消费模式的转型, 都

有重要的意义。 

4  结论: 从实体空间规划到社区参与

行动 

H 社区实验开展近 3 年, 仍停留在 500 户左右

的规模, 未达到设计初期所设想的目标——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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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小规模实验, 将活动覆盖到全社区。研究的困

境激发我们对社区行动方法进行以下反思。 

1) 行为干预的预期效果和情境因素。从社区

垃圾分类来看, 传统的规划主要考虑设施布局。政

府认识到消费者行为的重要性后, 加大了媒体宣传

力度, 但是从实验效果来看, 一般的媒体宣传和设

施安排对消费者行为影响非常有限。社区通过软硬

件环境共同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意识, 这种意识的

建构过程需要具体和持续的社区现场活动加以强化

和维系。从实验结果来看, 在社区尺度突出行为干

预的效果 , 将社区参与度(参与家庭占注册家庭的

比例)和习惯形成率(3 个月内有持续投放家庭的比

例)作为活动前  3 年的预期目标 , 比直接用再生资

源回收量的考核目标更合理。待社区广泛建立起有

效的垃圾分类体系, 就可以为城市和区域尺度制定

特定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污染物排放的减量化目标提

供扎实的数据基础。 

2) 社区行动持续开展的市场化机制。从不同

治理机制的社区垃圾分类结果来看, 分类体系的持

续运营需要依靠企业参与的市场化机制。以往私营

部门开展废品回收主要依赖再生资源的市场价值 , 

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的环境保护及垃圾减量的价值

难以在市场交易中得到体现。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是弥补这种市场缺陷的创新制度安排, 已经越

来越广泛地被各国的废物管理制度采纳, 中国也在

电子产品等领域引入这一制度安排, 但着眼点聚焦

于废弃产品的最终处置。如果在回收环节能够与社

区垃圾分类体系衔接, 既可以降低生产者责任延伸

体系的逆向物流成本, 又可为社区垃圾分类的减量

化价值找到对应的市场需求。 

3) 机制的包容性。当前垃圾中的可再生资源

回收主要依赖非正式回收业者的收集、分拣和运

输。社区垃圾分类的市场机制需要将这类从业人员

纳入正规化的体系中, 从而改善资源循环过程中的

环境表现以及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有效的机制来反映循环利用的减量化价值。通

过社区垃圾分类活动, 将回收业者纳入社区的集体

行动中,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积极引导消费者

参与垃圾分类的实际行动, 共同构建有利于可持续

生产消费转型的社区公共空间。 

在上述实验开展的过程中, 研究小组广泛参加

了相关行业交流活动 , 见证类似机制在全国各地

(包括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开始逐步

扩大实验和探索。期待持续的对比研究和经验总

结, 在宏观层面上有效地促进社区垃圾分类行动的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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